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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诗歌归类考
——兼及《长恨歌》的主题

张 中 宇
(西南师范大学 中国诗学研究中心 ,重庆 北碚 碉07下 )

摘要 :一般认为 ,白 居易把自已的诗歌分为四类,除 杂律以形式为依据以外,讽 谕、闲适、感伤三类诗歌均根据

内容进行分类。但研究发现 ,讽谕诗、闲适诗的分类是以
”
儒家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
思想的两个方面为依

托 ,这 里并未为感伤诗提供相应的位置 ,因 为儒家这一核心思想并无第三个方面。因此感伤诗的分类,不 可能采用

与讽谕诗、闲适诗相同的内容依据。白居易把 自己的诗歌分为讽谕、闲适、感伤、杂律四类 ,实 际上使用了三种标

准 ,是 三次分类的结果 ,把这一分类结呆进行直接并列 ,而 不是分层次表述 ,这 种处理方式与现代严格的逻辑分类

要求不同,反 映了我国古人思维方式的特点。按照白居易自已确定的标准和分类方式,把《长恨歌》归入感伤诗 ,并

无归类不当问题 ,但把《长恨歌》归入感伤诗 ,由 于不是以表达特定内容或主题为依据 ,所 以既不能作为表达爱情主

题的证据 ,也并不影响它以特殊的方式表达政治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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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自编诗集时,把 自己的诗歌分为讽谕、闲适、感伤、杂律四类,将《长恨歌》归人感伤诗。这成为
《长恨歌》主题讨论的一个焦点问题。一方面,它成为爱情说的重要证据。例如认为《长恨歌》

“
歌颂了爱情

的坚贞专一
”
的马茂元、王松龄说 :“我们认为讽刺不能算是《长恨歌》的主题,还可以进一步得到证明。首

先,作者把它归人感伤诗而不是讽谕诗,就反映了作者自己对它的主题的真实看法。
”
[1]张红《〈长恨歌)主

题重议》也说 :“其实,白居易自己从来也没有把《长恨歌》视为政治诗。在编纂诗集时,他并没有把《长恨
歌》归人讽谕诗类,而是把它归人感伤诗类。

”
[2]日 本研究白居易的学者大都认为《长恨歌》

“
基本主题是爱

倩的赞美
”
,亦指出白居易把《长恨歌》归人感伤诗 ,“证明他写作《长恨歌》的目的不在讽谕

”
[3]。 按照爱情

说的观点 ,《长恨歌》既然被白居易归人感伤诗,就不能
“
视为政治诗

”
,这是一个确凿无疑的证据。

有意思的是,持讽谕说者则认为白居易归类不当,《长恨歌》应当归人讽谕诗,这似乎认可了爱情说关于
(长恨歌》归类与主题关系的看法。例如刘永濂认为,“《长恨歌》的思想、格调、手法,与新乐府序文宣布的创
作意图是基本一致的。因此 ,《长恨歌》也是一篇讽谕题材的作品

”
[4]。 由于承认分类与主题之间的联系,

斫以在分类问题上的争论较为激烈,各不相让。不赞成讽谕说者一般都坚持认为 :“ 白居易并不把《长恨歌》
列人他的讽谕诗中

”
,“讽谕说无法解释

”
[5]。

除了持不同主题的论者各取所需,分别作出有利于自己的解释外,对白居易分类本身的看法也有分歧。
有的认为其分类科学合理,有的则认为分类确实存在混乱或不当。因此,白居易分类的标准或依据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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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恨歌》归入感伤诗是否适当?这一归类结果是否意味着《长恨歌》必须表达爱情主题 ,或者讽谕说真的
“
无法解释

”?这是本文讨论的主要问题。

关于分类的标准 ,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作了说明 :“ 自拾遗以来 ,凡所适、所感 ,关于美刺兴比者 ;又 自

武德讫元和 ,因事立题 ,题为新乐府者 ,共一百五十首 ,谓之讽谕诗。又或退公独处 ,或移病闲居 ,知足保和 ,

吟玩情性者一百首 ,谓之闲适诗。又有事物牵于外 ,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叹咏者一百首 ,谓之感伤诗。

又有五言、七言、长句、绝句 ,自 一百至两韵者四百余首 ,谓之杂律诗。
”
[6](964页 )这个阐述十分具体 ,为研

究白居易分类的标准提供了苴接的依据。

从总体上看 ,讽谕、闲适、感伤三类 ,形式上均属于古体诗。而杂律属于唐人所称的近体诗 ,即所谓格律

诗。因此 ,如果把讽谕、闲适、感伤三类诗看作一个整体——古体诗 ,可 以看出白居易进行的第一次分类 ,是

以诗歌的外在形式 ,即是否合格律作为标准的 ,合律者为杂律 ,不合律者分别归人讽榆、闲适、感伤诗中。除

了把前三类显然进行了再次分类之后 ,与一次分类的
“
杂律
”
进行直接并列 ,按照现代的逻辑标准不适当之

外 ,白居易的分类在大的方面应该说是合理的。白居易晚年把自己 51岁 以后的诗歌只分为格诗 (古体诗 )

和律诗两类 ,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此期讽谕、闲适、感伤三类诗歌大大减少 ,已无进一步细分的必要 ;而律诗数

量增加 ,两大类诗歌在份量上已基本趋于平衡。这也可以表明,诗歌外在形式的特点 ,是 白居易分类优先考

虑的重要因素。

引起争论的是讽谕、闲适、感伤三类诗歌的进一步分类问题。讽谕诗与闲适诗 ,容易注意到使用了相同

的内容标准。白居易自己说 ,“谓之
‘
讽谕诗
’
,兼济之志也 ;谓之

‘
闲适诗
’
,独善之意也。

”
[6](964— 965页 )

把诗的分类与所奉行的儒家修身立命思想结合起来 ,一公一私 ,泾渭分明。关于闲适诗 ,白 居易指出意在
“
独善
”
,属于
“
退公独处

”
,是关于个人的

“
情性
”
,与
“
关于美刺兴比

”
社会理想的讽谕诗是不同或者相对的

类别。因而 ,从白居易自己的想法来讲 ,真正不涉及讽谕题材而较专意于写个人感情的,应当属于闲适诗。

也就是说 ,如果分类确实在某种程度上限定了主题的话 ,那么 ,除非把《长恨歌》归入闲适诗 ,是不能排除《长

恨歌》表达政治主题的可能性的。

这里就有一个问题 ,感伤诗处于什么位置?从儒家
“
达则兼善天下 ,穷则独善其身

”
思想来看 ,由于仅有

两个方面 ,并无第三方面可供考虑 ,讽谕、闲适分类已足 ,即这一分类标准本身没有为感伤诗留下可能的位

置。可见感伤诗的分类 ,只能基于另一种标准。关于讽谕、闲适、感伤三类诗的分类 ,学术界均不加分辨地认

为是从内容方面分类而未细考 ,有意无意地认定使用了同一标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

编写组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就说 :“讽谕、闲适、感伤就诗的内容而言 ,杂律就诗的形式而言 ,统一不起来 ,晚

年他再编集时 ,便只分格诗、律诗两类了。
”
[7](451页 )实际上我们发现 ,由 于白居易的内容标准以儒家修身

立世的思想为依托 ,而这一标准只能容纳讽谕诗和闲适诗 ,感伤诗的分类只能是基于另外的考虑 ,并非都是
“
就诗的内容而言

”
。

既然感伤诗不能以表达内容的区别为依据归人表达
“
兼济之志

”
与
“
独善之意

”
的讽谕诗和闲适诗 ,而必

须另立其类 ,就必有某些重要特点。白居易是依据什么对感伤诗进行分类的呢?

首先需要指出,感伤诗的分类 ,并不在于是否反映了某一特定的内容 ,尤其不在于反映政治内容与否。

在白居易的感伤诗中可以找到不少反映政治内容的诗。例如《蚊蟆》:“ 么虫何足道 ,潜喻儆人情 !” 又如《哭

王质夫》:“诚知天至高 ,安得不一呼?江南有毒蟒 ,江北有妖狐。皆享千年寿 ,多于王质夫。不知此何德 ,不
识此何辜 ?”这些诗歌都有显而易见的政治性。同样 ,闲适诗与感伤诗仅仅从内容上也无法进行严格的区

别。所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说 :“ 即就前三者分类的内容而言 ,严格说来 ,也

是有问题的。讽谕诗中有属于闲适或感伤诗的;闲适诗中有属于感伤或讽谕的 ;感伤诗中有属于讽谕或闲适

的。⋯⋯集中有很多诗是可以作为例证的。
”
[7](451-452页 )《 中国文学史》已经注意到讽谕、闲适、感伤三

类诗在内容上并无统一标准 ,只是由于坚持认为白居易是从内容上进行统一分类 ,所以只好作这样的评价。

现在我们来讨论感伤诗与讽谕诗、闲适诗的主要区别。

讽谕诗与感伤诗的区别 ,主要在于艺术表现的方式和角度。讽谕诗有十分突出的社会政治内容 ,在这-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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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上 ,与绝大多数闲适诗主要表达个人情感是可以区分开的。从表达的方式和手法上看 ,讽谕诗也有明显特

点,就是具有很强的政论性。诗中多用议论手法 ,大胆、尖锐、直露 ,甚至不惜
“
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

”
[9]

(sz页 ),这是讽谕诗的主要艺术特征。而感伤诗反映时事比较曲折 ,它
“
潜喻
”
以
“
儆人情
”
,一般通过鲜明的

艺术形象的描绘 ,通过强烈的感情 (多用抒情手法),从人情的角度 ,反映现实生活内容。从总体上说 ,我们

可以认为白居易的讽谕诗是诗中的
“
杂文
”
,而感伤诗则是比较典型的艺术作品 ;前者多理智的比较、分析和

批判 ,后者则从作者的主观感受出发 ,以
“
感伤
”
这一十分独特的方式 ,反映他对外界的理解和评价。这一表

达手段或方式的不同,正是感伤诗与讽谕诗的主要区别。

闲适诗的特点在于 ,它
“
是反映诗人在仕途上的不得意和苦闷以及对这种不得志的苦闷的发泄⋯⋯⋯

其风格也正如元稹所说 :‘ 闲适之诗长于遣。
”
[8]闲适诗虽有苦闷 ,但更多的却是排遣和

“
发泄
”
,“感伤
”
的

倩调相对并不强烈 ,还有如
“
半酣轻远程 ,翩翩马蹄疾

”
(《及第后归觐 ,留别诸同年》)这一类十分轻快、属于

春风得意的作品 ,这和感伤诗是很不相同的。大致说来 ,讽谕诗比较激奋、尖锐 ,表达较为直露 ;闲适诗较为

平和或轻快 ,表达相对随意 ;感伤诗有明显的难以
“
排遣
”
的感伤情绪 ,表达偏于含蓄。因此 ,可以认为 ,“感

伤
”
及其相应的表达方式的不同,应该是感伤诗与讽谕诗、闲适诗区别的基本标准或依据。

这样 ,可以看出,在第一次以入律与否进行分类以后 ,对讽谕、闲适、感伤三类诗歌 ,白居易并未、也不可

能仅仅以统一的内容标准进行分类 ,而是介人了两种标准 ,又进行了两次分类。按表达方式的不同 ,分出感

伤诗和非感伤的讽谕诗、闲适诗 ;再按照内容——
“
兼济
”
与
“
独善
”
的区别 ,最后完成了对自己创作的诗歌的

全部分类。

和第一次分类之后杂律与讽谕、闲适、感伤诗直接并列一样 ,白居易同样把这一分类结果进行直接的并

列。这种处理方式与现代严格的逻辑分类要求不同。由于并不标出分类的层次 ,它很容易引起误解 ,尤其是

在分类的标准和合理性上。除了社科院本《中国文学史》认为
“
有问题
”
之外 ,游国恩等编的《中国文学史》

也说 :“这个分类原不够理想 ,因为前三类以内容分后 ,后一类又以形式分 ,未免夹杂。
”
[10](122页 )我们通

过分析已经发现 ,“前三类
”
并不都是

“
以内容分

”
。至于
“
未免夹杂

”
,却明显忽视了中国古人思维方式的特

点,而 以今人的逻辑分类要求简单看待古人的分类结果。需要指出,笔者并不赞成古人把多种标准、多种层

次分类的结果进行
“
平行
”
并列的方式 ,但也有必要根据这一特点 ,透视其中的合理性 ,而不是轻率地结论为

“
夹杂
”
或者
“
分类并不严密和正确

”
[7](452页 )。

通过以上讨论 ,可得出以下两点认识。

(一 )关于白居易使用不同标准进行分类的结果 ,按照现代的要求和习惯 ,可图示如下 :

第一次分类   第二次分类 第三次分类

(按外在形式分) (按表达方式分)  (按 内容分 )

(白居易自分类示意图)

第一次分类的标准为诗歌外在形式不同 ,第二次分类的标准为表情达意的方式有别。虽然讽谕诗比较

激奋、尖锐 ,表达较为直露 ,闲适诗较为平和或轻快 ,表达相对随意 ,感伤诗有明显的难以
“
排遣
”
的感伤情

绪 ,表达偏于含蓄 ,即具有对三类古体诗的区分性 ,但表情达意的方式具有一定的模糊性 ,所以,在讽谕、闲适

诗的分类时 ,白居易考虑了内容的差异。可以认为 ,白居易的这-考虑 ,也同时含有对讽谕诗的突出和强调
的因素。

由于中国古人分类 ,大多并不符合现代逻辑分类的严格要求 ,把不同分类的结果分层次表述 ,而往往直

接并列 ,导致分类标准比较模糊。因此 ,白居易分类方式反映了中国古人思维方式的一般特点 ,对此不应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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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而就分类的总体情况和结果来看 ,生活在 1000余年前唐代的白居易的分类应该说是相对合理和科学

的。至于确定标准之后 ,某一首或某一小部分诗歌归类时可能出现某些偏差 ,这种争论的性质已经不同。即

白居易分类的标准或依据没有问题 ,只是在
“
操作
”
时出现一些技术性问题而已。这种情况在白居易的分类

中并不多 ,而且作品本身是复杂、丰富的,有时本来就会出现两可的情况 ,这在现代分类u也难以避免。但很

明显 ,这已不能影响分类的整体性质。

(二 )关于《长恨歌》的归类及其主题问题。从以上分析白居易的分类特点来看 ,《长恨歌》归人感伤诗 ,

应该没有问题。首先 ,它是古体诗 ;其次 ,它具有明显的感伤特点及相应表达方式。不过如前所述 ,白居易分

类 ,只有讽谕、闲适两类诗歌 ,考虑以反映内容的不同,尤以是否反映社会政治内容为依据 ;而感伤诗分类
不

是以内容作为取舍 ,吏不是以表达的主题来加以区分。所以,把 白居易将《长恨歌》归人感伤诗作为表达爱

情主题的证据 ,实际上是不妥的。

按白居易的本意 ,感伤诗乃是
“
事物牵于外 ,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咏叹者

”
[6](964页 )。 除了作为

分类依据的
“
感伤
”
形式以外 ,如果从内容角度来考察 ,感伤诗

“
牵于外
”
的
“
事物
”
,既有可能是具有讽谕或

政治性质的题材 ,也可能是仅仅关乎个人
“
情性
”
的题材。而

“
动于内
”
的
“J晴理
”
,既可能有关

“
兼济之志

”
,

也可能关乎
“
独善之意

”
。因为
“
感伤
”
属于表达方式 ,并不设定内容。以《长恨歌》而言 ,其

“
牵于外∵的

“
事

物
”
,远非一个纯情故事 (李杨故事本身包涵大量政治因素 ,如帝王荒废朝政、毫无原则的裙带关系等),而

“
动于内
”
的
“
情理
”
,当然未必一定就是

“
爱情
”
,尤其不仅仅是爱情。正由于白居易对《长恨歌》进行的归类

不是基于内容或主题的考虑这一事实 ,所以,从理论上说 ,《长恨歌》归人感伤诗并不支持爱情说。同样的道

理 ,讽谕说大可不必费尽心机去说明白居易归类不当。《长恨歌》虽然归人感伤诗 ,但它要表达政治主题 ,是

无需解释的。归类本身的标准决定了并不排斥它表达政治题材或主题 ,何况感伤诗中本就有不少政治性鲜

明的诗歌。

至于部分学者认为白居易不把《长恨歌》归人讽谕诗 ,讽谕说不能解释 ,这一点也要一分为二来分析。

首先 ,它表明《长恨歌》的艺术特征与讽谕诗很不相同,这已无庸赘述。因此 ,可 以认为 ,多少受到
“
左
”
倾思

潮影响的暴露说、无情批判与抨击说显然难以成立 ,这是由感伤诗歌不同于
“
杂文
”
式的讽谕诗决定了的 ,

《长恨歌》的实际情况也如此。如果是这样的话 ,白 居易就应该把《长恨歌》归人
“
匕首
”
、
“
投枪
”
式的讽谕

诗。因此 ,若就《长恨歌》不同于讽谕诗的一面来讲 ,说秉持过分偏激的讽谕说不能解释 ,是正确的。但若认

为《长恨歌》不归入讽谕诗就不能表达政治主题 ,则是错误的,显然无视或至少误解了白居易的分类依据。

综上所述 ,白居易把自己的诗歌分为讽谕、闲适、感伤、杂律四类 ,使用了三种标准 ,是三次分类的结果。

虽然介人多种标准进行分类与现代严格的逻辑分类要求不同,但仍可以透视其中的某些合理性 ,而不必对古

人过分苛求。白居易把《长恨歌》归人感伤诗 ,按他自己确定的标准和分类方式 ,并无归类不当问题。但把

《长恨歌》归入感伤诗 ,既不能作为表达爱情主题的证据 ,也并不影响它以特殊的方式表达政治主题。感伤

诗有明显的难以
“
排遣
”
的感伤情绪和悲剧性质 ,表达偏于含蓄。因此 ,它的主题表达更婉转、曲折 ,它通过

艺术形象 ,而不是通过议论、点题等讽谕诗常用的方式直接加以表现。这个特点也决定了 ,白居易的感伤诗

往往具有更高的艺术性 ,《长恨歌》、《琵琶行》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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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roach to C1as(Ji1ⅡcaJon of Bai Juyi’ s Poe111s

— —and Theme of ye】ε orE乃dJcss mer

zHANG zhongˉ yu
(Research Institue of Chinese Poetry of southwes1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Chongqing400715, China)

Abstract:It is generally believed that Bai Ju-yi classises his poems into four types: zalu by fonm

and the satiric, the leisure and the senti【 rlental by content。  lHowever, a study reveals that when Bai clasˉ

sines his poems into the four types he does it three ti【 nes according to three criteria without hierarchy。  Bai

台【uethod of classification differs froⅡ 1 modem one of strict logics, which renec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ncient thinkhg。 It not improper for B砬 to classify%rse orE乃 拥ess C而 e/into the sentimental according to

his own criteria and ways, but its classi￡cation, not based on speciⅡ c content or theme, can not serve as

proof for its being love poem and does not affect its expression of political theme in a special way。

Key words:B茁 Ju,厂 i’ s poems;classiRcation criterion;theme of‰ rse or EndJess Cr讠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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